
地方神祗的发明：药王邳彤与安国药市
徐天基

摘要：基于多次对河北安国县药王庙会的考察，文章关注一个神圣符号是如

何被不同的社会群体“复写”的历史。同时，一个宗教符号如何在变迁中发挥着不同

的社会作用并获得地方合法性?作为一种文化的再创造，邳彤如何被安国县的地方

精英及药商形塑．又是如何发挥它的符号暴力的。伴随着一个神灵符号的生产，安

国逐渐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在药王庙会的符号场域中，多种话语交

织并不断协商。异质性的群体对于同一符号秉持着相异而又相生的仪式实践和阐

释维度。作为历史主体的皮场王、药王及邳彤，在复线的历史进程中嬗变且相互杂

糅．复写着一个框架性的符号。

关键词：符号的复写 药王邳彤安国药市

一个地域社会内部。对其共同享有的神圣符号(shared sacred syInb01)如何呈现

出差异化的表述和叙事策略?又是如何在多种话语的协调和综摄(syneretism)下实

现一种实用性的互释(p捌抑atic interpretation)‘1】过程的?此种实用性的互释与意识

形态化了的阐释策略(ideolo茸zed interpretation)Ⅲ之间存在着何种张力，此种张力

又是如何使一个地方信仰(10cal cult)在民众和地方精英的层次均被合理化并表征

于作为整体呈现的地域文化体系内部的?这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在对材料的处理中，本文拟对三种原始数据进行比照，即庙刻、正史与口头传

统。文献材料与民族志资料的参照使得一个地方信仰多维度地呈现，并作为一种复

线的历史(bifllrcated historjr)考察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历史话语之外的散

佚的主体。作为替代性的社会事实，将其自身伪装于两种表述策略与话语的缝隙

处，揭示着始终作为他者的自我⋯。这些散佚的历史主体零星地分布在庙刻、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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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口头传统之中。

正史材料主要包含《后汉书》、《资治通鉴》、《祁州志》、《祁州续志》等官方编修

的文件，它们将地方宗教(10cal religion)中的多样性化约为“标准化”(standardize)Ⅲ

的一致性(uni钾)．其意识形态化的阐释策略将地方纳入国家的整体框架之中。此类

文献中，被意识形态结构化了的表述压制了民众的宗教经验与其生活世界的呈现，

历史的主体是作为国家的官方意志。第二类材料采用了诸如《药王庙碑铭牌匾录》、

《药王庙志》、《药都安围》、《药都春秋》等半官方的材料，它们大多与文人阶层对地

方宗教的参与有关。碑铭与地方传说集中反映了精英阶层对地方宗教生活的理解

与诠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政府对话语言说的特权，却并不完全代表民众的宗教经

验及其对象征符号的理解与运用。田野作业和民族志提供了第三类的材料，它们为

探讨地方宗教生活与村落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性的描述．最大限度

地展现了民众的“实用性互释”(pra鲫atic interpret“on)之过程。然而，文献与实际

语境，三类材料之间的偏向性始终是难以调和的共同体，如何将三类材料糅合并呈

现出一个地域社会中宗教生活的嬗变及其与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带有极大的挑战

性。

本文以安国县的药王庙会与药市为个案．关注一个神圣符号在地方社会中如

何被塑造并刻写(supe卜sc曲in曲㈨，并展现其在官方模式与村落交往系统中所呈现

的不同面向。对药王不同层次的表述相互矛盾却并行不悖。～方面，药王庙会由地

方精英和药商所把持，在地域社会内部拥有着官方意义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它又

作为地区间庙会交往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在当地的“讲礼”系统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它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意义。作为一个神圣符

号，药王邳彤的神迹故事抑或其仙传在地方社会流布着不同的异文。这些互释性的

异文在构建地方宗教的过程中，如何在一个语义链中相连并参与到一个相互交流

并协调的符号体系的，这都有赖于对上述三类材料的参照性解读。

一、变迁之神：皮场王、药王与邳彤

安国地处河北省中部平原，即保定南60公里，位于北京、天津、石家庄大三角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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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邻县凡五：西邻定州市；南邻安平、深泽；东邻博野；北邻清苑、望都。境内地势坦

荡，水陆交通发达，有“两京要路，各省通翟”之称[6】。沙河与孝义河分别横贯境内南

北，磁河、沙河、小清河汇潴龙河直泄白洋淀。汉置安国县，隋改义丰，唐宋置祁州

(宋一度易名为蒲阴县)。元明清袭用祁州，民国三年复改为安国，1949年后沿用旧

名安国【71。

安国药市位于县城南关。此为繁华商业区，亦系现药王庙所在。现药王庙坐东

朝西，三进五开间结构，正殿主神是邳彤，后殿为药王寝宫(配祭灵婉夫人和灵淑夫

人)，南北配祭为十大名医。庙宇大体沿用清道光年间的结构。该庙原为皮场王庙，

建肇于宋而扩于明，经成化、万历、天启、嘉庆、光绪、民国23年等历次翻修。据现有

的碑刻材料看，明成化年间至清嘉庆九年，庙中主神皆为皮场王，药王庙亦被称为

“皮王神阁”。如明成化“重修皮场祠记”碑所述：“皮场为州之灵神，祀典虽不列。而

前朝封制具存，其恤民隐，药民灾⋯碑辞日：祁之土神兮，日皮场。”又如明天启二年

“新建皮王神阁碑记”载：“上谷之蒲阴，有土神屡以医显灵，其医具在梦寐中，药饵

与针砭均施，即有危疾，霍然良已。”可见，最晚于明成化年间，祁州的土神名日皮

王，并以梦中行医寿民显灵祁州。而现药王庙之称在当时尚无，碑记中出现的则是

皮王阁或皮场祠。 一

皮场大王即皮场土地，其信仰宋代最盛，庙宇出现的先后顺序为衡阳、洛阳、相

州、开封、杭州、苏州。至于祁州的出现要晚于以上各地【81。皮场土地先后得到灵贶

侯、灵贶公、明灵昭惠显佑王等封赐。宋王棣《宋朝燕翼诒谋录》载：“相传皮场土

地，主疡疾之不治者。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诏封为灵贶侯。其后累封，明灵昭惠

王[9】。”又据南宋《成淳临安志》所载，宋徽宗曾六次追封皮场王，其夫人也受了两次

封赐，至理宗时又有加封，“惠应庙，即皮场庙。在城中者四所：一吴山，一万松岭，一

侍郎桥，一元真观。按国朝《会要》东京显仁坊皮场土地神祠，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封

灵贶侯，崇宁元年三月封公，四年闰二月封灵慧王，七月加封灵慧显通王。十月封其

配灵婉夫人，十一月改封灵淑夫人。大观元年十一月改封明灵昭惠王，三月赐额‘显

灵应感庙’及殿名曰‘享诚昭福’。”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也有吻合的记载，在此不赘

引。

通过以上材料可知，皮场土地的信仰在有宋一代，经皇封入典，已经被纳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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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体系下的宗教符号体系。在此体系中，“皮场”、“明灵昭惠王”等称号已经获得了

官方认可的合法性。但皮场土地的身份，在宋代已不确知。郑合成据《绀珠闲录》和

《西湖游览志》推断其为张森，并述皮场乃是专治“疡疾”的神㈨1；另有说皮场大王为

神农氏⋯】、子皮f121或席旦者[13】。从一定程度上说，皮场土地在此后渐具备了一种非

个人化(impersonality)的神格，通过抹除掉原本的个人色彩和历史情景，它为地方

社会的仪式实践提供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然而，这个符号本身并非是带有明确能指

的所指．具有不断被替换和解说的可能性。这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宗教改革运动中有

着明确表征，即皮场土地或许同城隍神【14】一样，于明清两代一并经历着去人格化

(depersonalized)的历史演变。

在安国。皮王的称号一直沿用至清嘉庆二年，是年的“重修皮王阁神碑记”载：

“夫庙宇之建，肇于宋，扩于明，而当庙宇未建之先，旧有皮王阁一座，在今庙之右后

北偏南向，上下六间，外有围墙、大门，虽与庙连，别为一院，盖皮王之故宫也。今者

庙宇辉煌，而阁之旧址依然残缺，未谋完造，其何以安神灵而大观瞻?”此碑记讲述

了从“旧有皮王阁”到“今庙”的重修过程，“今庙”毗邻旧阁，位于其西南方向，而待

“今庙”修缮完备之时，“旧阁”却残缺凋零。清光绪年间的“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

碑记”则首次将“明灵昭惠显佑王”指认为光武帝时的邳彤，“考之邑乘，王为光武时

二十八将之一，邳姓彤名，邑之南关有王之故墓在，遂祀焉。宋建中初封灵贶侯，寻

封公，咸淳六年加封明灵昭惠显佑王。”然而在先于光绪年的碑记中，“灵贶公”、“灵

贶侯”及“明灵昭惠显佑王”的封号是指皮场王的。明天启年间“新修皮王神阁碑记”

中转述童公信之所著《皮场王传》，记录了皮场王为宋秦王疗疾的故事，并简述皮场

王的封赐史：“宋建中靖国元年封灵贶侯，寻改侯为公，咸淳六年又加封为明灵昭惠

显佑王．凡有灾殓，必谴使祷之。制文一则日：显济一方，厥贶甚大；再则日：显灵河

北．寿民天扎。而新其庙貌列诸祀典，以故，四方之祈求疗治者驰奔祠下，殆无虚

日。”通过天启与光绪年间碑刻的比对可以发现，“灵贶公”、“灵贶侯”及“明灵昭惠

显佑王”等封敕称号的主体已由“皮场王”置换为邳彤。

至于“药王”的称呼，最早见于清初乾隆年间的方志，《祁州志》卷三《建置志》

载：“汉将邳彤之庙，俗呼为皮场王，即药王也，在南关。按王本州岛土神，自宋迄今，

以医显灵。有疾者祷之立愈。”在此志中，已经出现了将邳彤、药王、皮王糅合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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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而嘉庆二年的碑刻却仍呼之为皮王阁，只是交代了从“旧有皮王阁”到“今

庙”的整修过程，未明确提及邳彤及药王。可见，碑刻中将皮王阁与药王的杂糅要晚

于官方的史志《祁州志》。虽然道光、咸丰两朝碑刻散佚，但从《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

帮新立碑记》中可知早于同治年间已将药王庙与“明灵昭惠显佑王”联系在一起，

“祁州南门外，旧有药王庙一座，奉祀明灵昭惠显佑王。”另成书于咸丰年间的《畿辅

通志》也载，“邳彤庙在南门外，俗称为皮场庙，即药王也。自宋迄今，有疾者祷之即

愈。咸淳元年加封明灵昭惠显佑王⋯⋯”[151这大概是受了当时俗传的影响，也将邳

彤、皮场与药王联合在了一起。

另据光绪六年《增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载，“道光初年，和中公卜氏谓神

庥既普，庙貌宜崇，爰集同人暨各省商贾，量力资助，鸠工庀材，而神宇以廓；又于殿

前建两庑，以历代名医配之。”又据同时代的《祁州续志》亦只提药王庙，并载嘉庆二

十三年至同治十二年的三次大修。“药王庙旧在南关，灵迹具载旧志。嘉庆二十三

年，经本关廪贡生卜中节日等劝募增修名医殿十楹，碑楼六楹，钟鼓楼各一并牌坊，

戏楼规模始大。道光十二年，又树铁旗杆二，高七丈二尺，惟历年既久复渐就倾圯。

至同治十二年又经本关例贡生卜应昌等劝募，重修历三、四载，费数万缗，前后左右

焕然一新，洵一邑之胜迹也。”[惦]这三次大修的组织者分别为地方士绅卜姓的卜中

节与卜应昌．材料中强调他们对名医殿的增设。名医殿即便在今药王庙的空间布局

中依然是作为凸显药王殊荣的一种空间叙事。

据此．可推测“药王”与“明灵昭惠显佑王”在安国地方社会的换用最早始于嘉

庆二十三年。综上材料，明代成化年至清嘉庆二年，“明灵昭惠显佑王”在安国地方

社会一直被用来指代皮场王，而不晚于嘉庆二十三年，民间已经出现了将“邳彤”与

“明灵昭惠显佑王”、“药王”杂糅的趋向。半官方文献的方志最晚于乾隆二十一年已

经将“药王”、“邳彤”、“皮王”、“明灵昭惠显佑王”杂糅在一起，并用“俗呼”一词合理

化了其中可能蕴含的逻辑矛盾。在此过程中，“明灵昭惠显佑王”这一封号首先与皮

场王相联系．又因“明灵昭惠显佑王”后被指认为邳彤和药王，所以最终导致了“药

王”、“邳彤”、“皮王”、“明灵昭惠显佑王”四者的杂糅。并最终以“药王”一词统摄。

根据地方传说，“药王庙”一词最早由乾隆年间宰相刘墉提出，他出身于山东诸

城刘氏家族。“药王庙”本是他为山东药帮所题之匾，意在力压其他帮商，有语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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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嫌。此后。“药王”被地方士绅和各地药商用做符号资本，作为安国药市象征遂

被一再强调，以区别郭州之扁鹊。然而，对一个新符号的广泛借用需要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酝酿，地方社会对此说法的接受亦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嘉庆二年之前皮王

神阁在碑刻记载中尚未被说成是“药王庙”，直至嘉庆二十三年的庙宇重修才将“药

王殿”与“十大名医”分开。[17】安国地方士绅和宗族又需为“药王”寻找一种符号权威

的历史来源。遂将其与地方传说中的“邳彤”再一次糅合。因此，以上地方史料之中

的祁州“药王”是一位变迁之神，乾隆年间以前。“明灵昭惠显佑王”被用来指代皮场

大王，约嘉庆二十三年开始出现“明灵昭惠显佑王”与“药王”的混用，至清中期地方

志等材料中已明确将“药王”指为汉将邳彤。

邳彤与“药王”的糅合既符合士绅阶层意识形态的阐释需求，又符合药商们对

安国这一新兴药材中心的符号塑造。“药王邳彤”便作为与郭州扁鹊相竞争的符号，

为安国药市的发展寻找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此后的地方志和碑刻中，四者

的混用渐成大观。如光绪六年碑《重修明灵昭惠显佑王庙碑记》已经明确将邳彤、药

王、明灵昭惠显佑王并提，“函余以为之记，以王崇祀吾祁也，其由来不可考。据邑乘

所载，为东汉灵寿侯邳太常，宋初封公，寻封王，庙之前有墓存焉。按汉书，王(药王)

信都人。则我祁之祀之也，说当不谬。独是王不以医名而祀，以药王祀之，抑独向

欤?”

二、药王崇拜的社会维度

通过以上对碑刻材料和地方志的参照性解读。皮场王、邳彤、药王三者纠结的

历史脉络似乎得以厘清，但其背后的社会学文本仍有待解读。在语义学的链条中，

作为符号能指的皮场王、邳彤和药王，其聚合关系所形成的结构价值均体现为地方

监护型神祗(10cal tutelary god)n8】。作为地方监护型神祗的邳彤或药王，相对于去人

格化了(depers0岫lized)的皮场王，与地方风物传说和历史人物更好地结合在一起，

继而完成其在地化(10cali枷on)的过程m]。这种在地化的过程，丰满了药王的神格，
使其得以结构化更多的语义素并获得地方社会背景下的合法性和民众认同。

在Von GlaJln对宋代至明清中国神祗的考察框架中，地方监护型神祗具有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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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动性，其信仰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间或官方对其“灵验”的阐释上。同

时，此类神祗也更好地验证了。在地缘社会内部一个符号是如何被“圣”(Confuci锄

sagehood)与“灵”(ma西cal power)两种原则之间的张力所刻写的[矧。前者在一套意识

形态化了阐释策略下，将灵验或神祗的传记(hagiography)纳入国家意识形态之中。

作为内化了儒家传统意志的符号，其并不完全排斥“灵”的原则。相反，多数敕封其

理由多为“普济群生”、“敬感灵应”等：而“灵”的原则虽然较之于“圣”在解释维度上

有不同的侧重，但其开放了诸多可能性以内化前者并赋予自身合法性。韩森的论证

很好地印证了这点，与此同时，她更侧重突出民众的选择(1ay choices)在其中所发

挥的重要作用[211。

作为一个神圣符号。安国的药王在其演变过程中也不断内化着圣与灵之间的

张力(见下文)。在上文中，我们对皮场王、药王、邳彤的历时性演变得以管窥，他们

作为不同时代地方监护型神祗的不同称号，塑造着地方社会的神圣空间和时间架

构。在此过程中。神圣符号所具有的地方监护之性质依然不变，但其名称或者说崇

拜的对象却发生了诸多更迭陋]。尽管，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更迭更多采用了杂糅

以上三者的做法，而非是取代或一方垄断。然而，此种变迁却是不同话语和社会群

体争锋或协调的产物。因此，不同称号的更迭既是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又须从横向

层面上对此种话语冲突做出过程性的阐释。

清中叶前的祁州药市，在市场层级中应属于“中间市场”(inte珊ediate market)，

在药材和劳务流通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处于中间地位。明嘉靖年间，祁州还尚未

形成中药材集散地，只有少数经营熟药的药铺与药材加工户。前者如吕氏学严于嘉

靖年间(1522一1566)经营三槐堂药铺，后者如万历年间(1573一1619)枣强人王氏

创办的“福盛炉”。专门铸造切药刀【引。明末清初，祁州药业始发轫，先是卜氏于崇祯

年间开办永和堂，后康熙年间，许多外地药商迁入祁州定居，南门外逐渐形成药市

街。至乾隆初，山西著名银号“复盛公”、“兴盛号”等已进驻祁州[矧。

卜氏和崔氏在乾隆后期，渐成为地方大宗族，把持着地方的领导权。两姓之间

有姻亲关系，在祁州并称“崔、卜”两大户。作为地主兼商人，卜、崔两家既雇佣长工

从事农业，义经营药铺。卜家经营药业的著名字号有：永德裕、永和堂、全记、颐春堂

等。永和堂专营f l市成药，永德裕做零整批发，全记专做黄芪出口，颐春堂不但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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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批发，同时兼去外地收购推销各种名品特产，如去东北收买大宗人参、动辄几千

包，常年在营口设庄，极负盛名。全记经理卜继全，颐春堂经理贾万春、吕华亭，均系

祁州药行业的著名商人。至于外地分社的门市，如沈阳的宝和堂、万育堂、广生堂，

保定的广生堂等。这些门市又在各所在地附近外县遍设分号，不下数十家，可谓盛

极一时。崔家经营的药行有瑞盛永、德兴永、德兴南栈、德兴北栈等字号。瑞盛永在

本地零整批发，最为著名，经理赵允斋曾为北大会会首多年。德兴永经理宋洛温除

经营药材外。还兼营包装用的席、绳、蒲包等，利不外溢。该号按季出山，收购各种山

货。如连翘、小茴、防风、柴胡等，包山净地，运销祁州，数量庞大。德兴南北栈除自营

外。兼办代客推销购买，存储保管，系行栈性质，从中收取佣金，栈租、保管费等。至

于门市成药的发售，多在外地没分庄例。

通过对地方事务和慈善活动的投入，两家在祁州地方事务上掌握着绝对的话

语权。据《祁州续志》载，嘉庆二十三年至同治十二年的三次庙宇修缮均为卜氏主持㈣。

卜家同时出资修建义学、文庙等，在地方社会树立起很高的威信。“义学旧在州治，

前自乾隆年间．业经废弛，百余年来基址亦皆乌有。同治十二年，赵牧伯与南关贡生

卜应昌共议捐资筹款，交当行生息于南门外⋯贞文书院旧在文庙后，久经废圮，遗

趾无存，光绪六年经朱牧伯与关邑绅士卜君应昌等共议捐资筹备巨款于文庙西隅，

营建大门三问左右。耳房各一间。”㈣《祁州续志·卷二》中载卜中节、卜应吕日：“卜

中节。字和中，廪贡生，南关人。素性慷慨凡有公事，必倡首捐资费。虽巨弗惜也，有

贷者无弗与。累千累百概不责偿。亲友有争端，必力为和解。南关春冬两会商贾云

集，事无巨细，皆倚赖之。其孙名兆晋者，亦颇能绳其祖武。卜应昌，字凤鸣，例贡生，

军功六品顶戴中节，堂侄应麟胞弟也性挥霍，且慷爽知大义，捻匪逼近时，办团练制

旗帜器械，所费甚巨，绝无吝啬。凡有公事俱踊跃争先，亲友有急需即家无余赀必称

以与之。

从以上资料可知，卜氏族人在地方社会有着一定的威信，并通过慷慨捐资积极

参与地方事务，甚至有组织地方团练的能力。《祁州续志·选举志》中还记载了诸多

地方名流，卜氏在其中比重较大，在恩贡(卜应麟)、例贡(卜中节、卜应昌、卜兆晋、

卜兆益)、世袭(卜金印承袭卜应麟)、监生(卜继勋承袭卜兆萃)等条目中亦多有赘

述。与卜家联姻且并称的崔家，也作为地方权威并充当着“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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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并保证乡村共同体的利益免受国家政权的侵犯。两家在权力的文化网络

(culture nexus of power)‘嚣1之中，获取地方社会的权威和利益，并有效地组织起地方

经济、宗教活动。这体现在卜、崔两家对药市管理机构——安客堂——的管辖上。

安客堂于道光初年由卜、崔两家联合地方士绅创办。虽属民间组织但它在对外

联络药商、对内维护药市经营秩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凡本地药商和外地药商

在安国的交易均由它来管理，并起草了“庙会公约”：药材地道、公平交易、童叟无

欺、一诺千金。其主要职能是组织药王庙会及安围药市的有秩序运作。药王庙的历

次修缮多由安客堂及药商十三帮共同完成。这在道光年及此后的庙碑中均有所体

现。唠于道光年间．至同治四年“十三帮”正式形成：庙宇的修缮组织者已经由“住持

道人”或地方衙府转移到客堂堂和帮商。在道光九年的《铁铸旗杆座铭文》中还有

“住持道人：刘明玉，徒：赵芳、张至元、付来，徒孙：李恒、张自成、付明、许玉募化四

方；住持道人：孙明全，徒：吕至祥”这样的记载。而同治四年的《河南彰德府武安县

合帮新立碑记》中已表明药王庙的修缮款全由药商承担，“有间，咸丰辛酉冬。季公

久青，其同行之孔公广能、胡公连元、梁公玉堂倡议兴立。又有同籍荐引数家亦乐为

之劾理而怂恿之。一时义举，乐输者三百余家，则皆由季公等一言倡也。”

．与此同时，安国地方社会与外地药商(帮)的合作与依存关系也在不断加强。

“以故春冬两会，南北各行省药商相率而来者，肩相摩，毅相击也。吾县人之业药行

者咸赖以之以谋生活，利益溥及，则益信神之布护大而且远，不第荣一时，耀一邑

也。自前清道光年以来，庙会特盛，经邑人倡议重修庙貌，焕然一新，遂倚药行以振

商业，亦厚民生”圆】。安客堂便在其中充当“地方经纪”的角色，一方面保障本地药商

的权益，另一方面，协调内部市场(以安国为中心地的集市体系)与外部市场(以外地

帮商为代表)的关系。

安国的药市在结构上大致可划分为内部市场、外部市场两个范畴，它们之间有

着密集的流通，相互依存。内部市场以本地药商、五大会为代表；外部市场则主要指

以“十三帮”为代表(除黄芪帮外)的帮商。本地药商指南关的大药市和小药市。大药

市亦称北大会，包括著名的药商如瑞兴永、德兴成、德兴南、北栈等．，J、药市亦称南

大会，包括亭吉泰、万盛魁、荣庆合、庆泰昌等商号。南北药市是按季出山．收购大批

山货，运销祁州零整批发。另外，南北大会在药材加工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南大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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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药加工著称．有许多片子棚，每家均雇有几十个切药1二；北大会分布着许多熟药

铺，主要分泡灸药材，分炒、灸、煅、水飞、纸浸、清蒸和烧炭几种。南北大会同皮货估

衣会、银行号会、杂货会共称为“五大会”，代表着祁州药市的内部市场，并与外地帮

商一并实现着药市运营的正常运作。五大会与帮商的经济往来一般需经由安客堂，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安客堂是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之间最大的经纪组织∞】。

十三帮是对外地帮商的一种统称，他们是药商按地区和经营范嗣组成的商业

团体．在安国药市一般均设有办事处。各帮均有会首，由帮商中财力和名声最显赫

的商人担任，负责解决帮内及对外的一切事宜，与安客堂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然

十三帮之称约同治四年始成，在《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记》中已明确提及

“凡药商载药来售者，各分以省，省自为邦。各省共得十三帮。”而从《铁铸旗杆座铭

文》中看，直至道光九年还尚未有十三帮之说，只在北座铭文中有“五台厂”、“蔚州

厂”、“曲阳厂”、“甘草行”的字样，概“厂”和“行”乃是十三帮的前身。据同治十二年

起至光绪五年《众商义捐布施碑记》，十三帮实是对诸多外地客商的一种统称，商帮

的具体数量和所指在历史上略有增减。不晚于同治十二年，怀帮、山东帮、山西帮、

京通卫帮、天津卫帮、陕西帮、关东帮、古北口外帮、武安帮、宁波帮、江西帮、黄芪

帮、广昌帮的提法已在碑记中出现；另有五台厂、山货行、估衣行、皮货行、杂货行、

北大会、南大会之名盖为“五大会”之前身。因此，“五大会”和“十j帮”(除黄芪帮

外)在地方术语(10cal teITninology)中被分别用来指称安圜药市内部市场和外部市

场的组织结构。至民国二十年，十三帮的具体所指和内部构成又发生了变动，“十三

帮”实指十六个外地商帮。

安客堂自道光初年成立后，一直为卜、崔家族主导，安客堂的会长皆由卜、崔两

家之中的人担当。崔家先后有崔洛朝、崔子舆、崔志远、崔洛林、崔敏等；卜家先后有

卜庆甫、卜继彬、卜继荣、卜继彰等。通过安客堂，卜、崔两大户实现了对安国地方社

会的领导。在安国地方社会，宗教活动与商业活动的范围存在着极大的重合，它们

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助的家庭集团所主导，这一类型的村

落组织介于“宗族型村庄”与“宗教性村庄”【31]的理论模型之间。安客堂代表了这两

种组织机构利益的重合，地方社会的象征符号与经济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卜、崔

所构成的科层制体系的把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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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国，除卜、崔两族外，还有张、党等小型宗族，他们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这样

一种模式主导着安国的政治体系。张、党两族与卜、崔并称为安国四大家族，作为士

绅阶层的同时，他们亦参与安国的商业活动。安国本地药商的经营多数与四大家族

的经营相关，卜家在安国的药材商号主要有永德裕、永和堂、熙春堂、全记，在沈阳

亦设有宝和堂、万育堂、广生堂；瑞盛永、德兴永、德兴南与北栈等熟药行皆由崔家

经营；张家则以经营拆货棚和行栈为主，著名的商号有万盛魁和张家的义盛合等，

在黄芪帮中，张家的通泰兴也占有一部分股份；党姓则在今东大街一带拥有数家药

铺，是“四大家族”中实力最弱的一族。四大家族之外的吕氏与刁氏，其族人亦有不

少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对安国地方事务均有一定的领导权威。四大家族中卜、

崔轮流“坐堂”m1(见图1)，与党、张二族分别聚居在药王庙的四方。

图l民国时期安国县南关地方宗族分布图示(绘图人：徐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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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安国药市及宗族的民族志描述中。其地方社会的结构性特征也被表征出

来：在安国药市所形成的空间层级中，行政及经济的中心相互剥离。这体现在南关

作为药材交易集散地．而作为行政中心的县衙则在祁州镇的北部。围绕着商业中

心——南关药市——地方的宗族及各种力量在此凝结．并最终形成了四大家族对

药市的环抱型分布。

充当着地方社会“保护型经纪”的卜、崔等宗族，在攫取经济资本的同时，亦需

要通过一个符号系统获取其权力的来源及合法性。这个符号系统的构成存在于安

国地方社会结构的关系之中，即地缘(territory bond)、血缘(b100d bond)及地方崇拜

(10cal cult)的联系之中。介于“宗族型村落”与“宗教型村落”模式之间的安国社会，

其权力运作的体系亦依赖于一个共享的符号资源(shared symb01)及各种群体对其

进行的复写。对符号权力追逐的诉求，在宗族及商业精英中被较强的表述着，但并

不意味着民众对这一符号的阐释就无足轻重。两者选择了不同的实践策略，前者通

过意识形态化了的阐释策略(ideologized interpretation)结构着关于邳彤的“圣者传

记”(ha舀ography)㈨，同时经历着“实用性互释”的过程；后者在“实用性互释”(p嘲一
mtic interpretation)过程之中，亦不断地内化着一些意识形态并再造着该符号。不

同的实践策略间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安国的个案中，它们以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

相互诠释着。这呈现于药王传说的多种异文之中。

三、多面的药王：地方社会的符号复写

社会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口头传统、半官方的文本，作为一种信仰和实践

的重要方式，塑造着安国地方社会的宗教传统。多种异文的生成，在宗教理解的地

方性框架㈨中，使药王邳彤与社会各层面的阐释相联系，并将神灵符号与其崇拜者

更好的凝结。与地方历史紧密的契合，是药王邳彤在半官方文献中获得历时向度的

合法性及社会认同之前提；其在民众生活世界中亦被多面向的阐释和言说，成为一

种大众的信仰象征。前者赋予了药王邳彤科层制之内(Deities嬲bureaucrat)的权威

和神圣；后者则在试图建构一个丰满的地方人物，它位于科层制之外(beyond t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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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cy)‘351，作为民众身体实践和知识的外化，以口头的形式流布于区域社会。

(一)药王：圣者、醉汉?

正史中对邳彤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及《资治通鉴》，他被塑造成辅佐光武帝刘

秀中兴汉室的大将，是儒家“忠”、“羲”的道德准则的践行者。《后汉书》中载：

邳彤，字伟君，信都人。父吉，为辽西太守。邳彤为王莽和成卒正，世祖

徇河北，至下曲阳，彤举城降，复以为太守，留止数日。世祖北至蓟，会王郎

兵起，使其将徇地，所到县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坚守不下。彤闻世祖从

蓟还，失军，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张万、督邮尹绥选精骑二千余匹，沿

路迎接世祖军。彤寻与世祖会信都，世祖虽得二郡之助。而兵众未合。议者

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信都复反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系彤

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日：“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日：“．室盈

壶丕叠题塞，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刘公之恩也。尘左生国皇，丝

丕釜复金塑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郎兵败走，彤家属得免。及拔邯

郸，封武义侯，建武元年更封灵寿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

余日转少府，是年免，复为左曹侍中，常从征伐，六年就国。彤卒。子汤嗣。

九年，徙封乐陵侯(沧州乐陵县)。十九年汤卒。子某嗣：无子，国除。㈨

在《后汉书》的记述中，邳彤作为光武帝刘秀的忠诚追随者，在对国与家、忠孝

的取舍中。他“事君者不得顾家”，是国家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忠”之楷模。此种形象

亦被《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一》所吸纳：

l醅

是时郡国皆已降王郎，独筐垫太宣直塑堡光、盘盛盘童筐垫盈丝丕直

丛。光自以孤城独守，恐不能全，闻秀至，大喜；吏民皆称万岁。邳彤也自和

成来会，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还长安。邳彤日：“吏民歌吟思汉久

矣，故更始举尊号而天下响应，三辅清官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

势，驱集乌合之众，遂振燕赵之地，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奋二郡之兵以讨

之，何患不可!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堕损威重，非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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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战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

西，则邯郸势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忘逃可必也。”

秀乃止。m1

以上正史材料中的邳彤，作为一个单向度的人物形象，标榜并体现了儒家关于

“忠”的意识话语。官方文本对其事迹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对邳彤诸多面

向的言说。使其成为一个抽象和干瘪的意识载体，更未提及其在医药上的涉猎。然

而．当地方社会开始接纳并利用邳彤时，他再次被半官方或民间的叙事话语所共同

复写。在此种复写的范畴中，各种社会力量对邳彤的言说虽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张

力，但不同版本的言说又在同时相互建构。通过对共享的符号资源(shared symbol

re∞urce)多向度的复写，邳彤在相互妥协和竞争的语义场中最终表征出某种历史

的延续性。地方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及互动，为药王邳彤这一符号的变迁造就了一种

意蕴的积淀。作用于安国的信仰空间和仪式实践。

现存的药王庙碑刻中，嘉庆二十三年之前的碑文记述对象均为土神“皮场王”，

记载着其神显(hiemphaIly)㈣与接受敕封的历史(见第一节)。明代成化丙午、万历

二十六年、天启二年三碑均记载了皮场王医治宋秦王的故事，现摘录成化丙午碑中

记载：

系宋之时兮．云有秦王。遘疡疾于身兮，坚隐膏肓。医巫举莫疗兮，心

欲狂。垫丝壁垂茎塞坌，挈厥伤。刀圭于青囊兮，药其疮。口厥疾遂愈兮，

安且康。遗使踪其异兮，名遂扬。骏奔祈于四郡兮，车相望。口龙章下赐兮，

始侯而王。庙食迄今兮，卫民之殃。【圳

一定程度上．成化丙午的碑文是搬用了《咸淳临安志》及《梦梁录》等文献中关

于皮场王的记述，但还未将其与祁州风物相结合。然据万历二十六年碑中“医秦王”

的记述．该碑已初见将皮场王“在地化”(10c吐豫tion)的趋势：

(奉直大夫张公)寻至关南入谒敕封明灵昭惠显圣王，见其庙貌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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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爽袭人，及读碑刻制文，有日：医之所难疗者，神能疗之，显济一方。又

日：肇迹东京，显灵河北，厥贶甚大。读毕，遂以其故询左右佥，日：父老传

言，前朝有秦王遘疡，诸医莫疗，适一医后至，供药数丸雨愈。问其姓名，对

日：益划直差厶生。遣使即其地访之，始知为神，嗣是以医鸣于宋。累荷龙

章晋锡，自侯而公，而王，莫不各有徽号美谥。虽祀典不列，而先朝之封制

具存，且茎塞痘匿，闻有疾者，莫不辄应。[柏】

这段文字附会成化丙午碑中“医秦王”的故事。言皮场王乃是“祁州南关人也”，

而为解释其与东京皮场王的关系，则引用了“肇及东京，显灵河北”一说。此碑亦以

一言提及皮场王在祁州的神显．但在万历二十六年，祁州皮场崇拜仍不在国家的祀

典中。以上材料乃试图从其“灵验”的向度，为祁州皮场王寻找祭祀的合法性。从成

化丙午碑到万历二十六年碑，皮场王梦寐疗疾的母题素存在着一定的延续性，这影

响了此后地方史料的记述。明代天启二年碑即记载了祁州皮场王梦中疗疾的故事：

先皇帝御寓四十六年，居民马自贵母病，几不起，诣神祈安，母中夜恍

惚梦神授之剂，觉而沉疴损减，厥明乃疗。贵深有德于神也，出黄金百锾，

铸其像，更捐地若干亩，岁收其毛以供香火，而建崇阁祀之，州守宋君为

匾．其阁日皮王神阁⋯⋯古者安期生、葛稚川、叶法善皆仙人也，神楼散时

后方及照心之镜，至今传为神奇，而梦医如神，乃不得与三神仙并垂不巧

乎?【41 3

该碑载乡民马自贵之母经皮王梦寐疗病康复的传说，“梦寐疗民”的母题再度

出现．故事的主角已经由宋秦王转变为祁州乡民。皮场王迸一步完成了在祁州地方

社会的在地化过程。另据此材料也可推断，明代天启年间至清嘉庆二十三年(见第

一节)，皮王神阁(药王庙前身)的庙产依然主要依赖周边的村民富户，形式则以还愿

捐资为主。清嘉庆二十三年《马殿前墙南侧嵌石》文也证明了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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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大愈，余心戴德无以为报，本城郝宅余之岳家也，旧有石八块，可为神庙

大门外牌楼之用，因谋及于郝宅之伯叔兄弟，欲以资易之，以献于神，而郝

氏宗族竟慨然乐送。愿代为姑母以酬神德是使后日之牌楼永立不倚，得大

壮观瞻于庙门之外者，非惟余之好施，而郝氏宗族亦与有力焉，爰镌贞石

以志不忘是为序。

上述碑文材料勾勒了皮场王在祁州的在地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皮场王与地方

社会的民众诉求发生更多的关联，并通过许愿——还愿的机制维持其信仰所需的

物质基础。因此，显圣故事的传承作为皮场王信仰构建的重要载体而发挥著作用。

另据前文考证，清嘉庆二十三年后，皮场王信仰已与药王、邳彤相糅合并最终被后

者所移植。这导致原本属于明灵昭惠显佑王或皮场王的“神显”(hiemphany)故事其

所有格也归于药王邳彤的称呼之下。如同治四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新立碑

记》中已将皮场王的“神显”归于“药王”名下：

祁州南门外，旧有垫王廑=廛，壅壑塑星墅塞垦笪三。相传神自有宋

时以医术鸣世，多所存活。迨后遇有沉疴，医治莫效者，祈祷顿瘳。神之惠

济苍生者不胜偻指，土人建庙祀之，自有宋而元而明，迄今国朝，历数数百

余年之久。未尝或废。

此类亚型故事在祁州地方社会的衍变中，首先与正史中的“邳彤列传”相糅合，

继而又同地方社会的口头传统相互建构。此种“药王邳彤”迥异于其在正史中的对

应．关于他成仙或神显的故事则更好地体现了大众对神灵符号的造构与认同。作为

信仰和实践层面的造构本身，并未排斥正史中隐含的国家意识形态，在接受药王即

邳彤的话语后，大众则以实用性互释(pragmatic interpretation)的方式复写着邳彤，

将其置于神圣与世俗的双重维度。需要指出的是，造构药王邳彤的主体是复杂的社

会群体．其跨度从地方宗族、药商、乡村精英到普通村民。从这个角度说，药王邳彤

是多种话语协商和妥协的结果，对符号变迁的梳理为考察祁州各社会群体的互动

提供了一个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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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传统中大都接受了邳彤即药王的说法。但并不排斥其在正史中的“圣者”

(辅佐刘秀建功立业的将军)形象。而在对邳彤形象复写的具体层面中，大众的想象

力得以释放。在诸多异文中，邳彤被塑造成祁州南关的当地人，他可以是鞋匠、醉

汉、老翁中的一种，也可以是追随刘秀的功臣。这些传说中的多种异文被用来解释

药王邳彤何为，但并不作为其真正的来源。实际上，每一种对邳彤特定的解释版本

都在从其他说法中获益：它们共享着一个符号资源。在此基础上不断构造并相互影

响。以下将对安国地方社会流传的多种异文进行结构分析：

宋时，祁州南门外有个穷苦的修墼匠(△)，平日最好酗湮滋皇【旦)，他

便是邳彤。适逢公主大病，宫中太医束手无策。皇帝张挂皇榜招募贤医，并

许诺将公主嫁给治好其病的人。后邳彤鲑生送揭I皇接(￡)，被请至京师。

醒后追悔莫及，手足无措，两只手抱自己的头乱抓，忽然发现手指甲内各

藏有黑泥一团，便将其揉搓成几团，谎鏊盘药也(Q)。公主之病乃是因为食

物停积过久，胃口闭塞，吃了这些黑丸后，呕吐，竟然痊愈。皇帝大喜，派人

寻找邳彤。而邳彤误以为公主病状转急或已死，自知惹了大祸，便是噩逃

垦垫型童羞。壅三蕉壅蕉至旦墅(曼)。待皇家探明该人乃邳彤后，便堡地
墅，于其缢死处设墓立庙，坟上立“敕封明灵昭惠显圣王墓”的木碣。该
木碣即邳彤吊死的那颗枣树制成。【啦】

这则故事将药王邳彤塑造成南关外的修鞋匠，对神圣符号“去神圣化”(de—

sacralized)的阐释体现了大众对药王传说的“实用性互释”。再构造所生成的多种异

文中，共时及历时的语义素在其对应的结构位置上呈现出组合及聚合的关系(引文

中，已用英文字母A＼B＼C等标注了相应的结构位置)。此种替换及组合的关系参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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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药王邳彤传说I、Ⅱ型的结构分析图(绘图人：徐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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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语义素之间组合(历时性关系)和聚合(共时性关系)的关联重新结构着

药王邳彤的传说，并通过带有任意性的组合衍生出各种亚型故事。这些亚型故事按

其功能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阐释了邳彤何以成为药王以及药王邳彤的神格问题，

此类故事中药王与“宋秦王”等权势阶层发生联系(I型)，附会正史及碑刻材料中

的相关记载：第二类为药王邳彤在安园地方社会的“神显”型故事，以口头传统的形

式传播且重构一个神圣符号。(Ⅱ型)在此类故事中，药王邳彤更多地与大众疾苦相

关联。相对于正史及碑刻中的药王邳彤，两类故事的主角都经历了一个“去神圣化”

的过程，作为民众“实用型互释”的结果而呈现。I型故事的生成模式为：A(i＼ii、

iji＼iv、v)+B(i、ii＼iii＼iv、v)+C(i、ii＼iii、iv)+D(i、ii、iii＼iv、v)+E(i＼ii)+F(i、ii)

+G(i&ii&iii)其中，A＼B＼C、D＼E、心各集合内部中诸子集的关系为多选一，G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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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项为并集；Ⅱ型故事的模式则为A(i＼ii＼iii＼iv＼v)+B(ii＼iii＼v)+D(iv)+E(i＼ii

＼iii＼iv＼v＼vj)+F(iii＼iv＼v＼vi)+G(ii)，其中A＼、B恤灯各集合中诸子集的关系为多选

一。

口头传统中药王邳彤的诸多文本中．还有一种与“刘秀走国”型故事相互建构、

附会的故事类型(Ⅲ型)。正史材料并未提及邳彤在医药方面的造诣㈨(见上文)，而

地方社会口头传统及碑刻材料中却出现了大量关于“邳彤疗疾”的主题，此种故事

类型即意在填补两者间的间隙。它与前述I、Ⅱ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事实上，

三者共处于一个互释性的语义链之中。可视为介于I、Ⅱ型故事与“刘秀走国”之间

的一种过渡类型。它们在安国的传承和流布，在很大程度上，参与着地方社会对其

生活空间的建构并被归人对地方风物的解释之中⋯。I、Ⅱ、Ⅲ型药王邳彤的传说

相互交叉，且与“刘秀走国”㈣型故事在相互构建中依赖于意义的共有(communities

of meaning)，呈现出对“惯例性(prescriptive)结构”[46]的再生产。

I、Ⅱ型故事异于Ⅲ型故事的面向体现在其与正史及碑刻材料在阐释维度上

形成的张力。这种张力倾向于在“实用性互释”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灵验”与

“圣”、“科层制之外(beyond tlle bureaucracy)”与“科层制之内(Deities嬲bureaucrat)

的权威和神圣”等多种层面上展演自我。I、Ⅱ型故事与正史及碑刻在叙事策略上

的偏重也据此得以呈现。前者将邳彤建构为“圣者”形象，他符合科层制意识形态阐

释的需求。是儒家道德准则的具象化，但远离民众的生活世界；后者则以“在地化”

为叙事策略，凸显邳彤作为药王在地方社会的灵验与福佑。这种形象甚至是乖戾

的，邳彤有时被描述为一个醉汉、鞋匠，并浸染着欺骗、贪生怕死等市侩特征。因此，

后者的实践应以普通民众为主，他们拒绝了一种远离身体、毫无质感(disembodied)

的抽象话语。这些类型的口耳相传背后是药王邳彤崇拜存在与传承中无法抹去的

媒介——民众的身体——作为民众的一种体知复写着地方文化，并被此种文化所

形塑。

(二)邳彤传说：对多种话语的综摄

“刘秀走国”及I、Ⅱ、Ⅲ型药王传说亦是十三帮、五大会、地方宗族等多种力量

交往实践的产物。药商群体及地方宗族对药王传说的建构，一方面基于正史及碑刻

的材料，另一方面与民众所体知的药王邳彤相融合，形成了有别于“刘秀走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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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Ⅱ、Ⅲ型的口头传统(Ⅳ型)。这类故事倾向于附会药王庙及其附属设施，下举

“铁旗之误”之例：

药王庙的牌楼两侧有对铁质旗杆。上有盘龙和凤凰，并挂有铁制对

联：铁树双旗光射斗；神庥普荫德参天。传说邳彤给皇家公主治好顽症后。

因墨墨查壅挝自缢虚，阴魂不散。闻皇帝欲在祁州故里为其建庙，但观祁

州始终无动静，邳彤的阴魂便向众阴魂打听。药王扁鹊日：天子将祁州误

记为鄞州，遂正派人在我家乡立庙。邳彤听闻，便飘荡至京城，言：“叠厶理

羞垒圭痘瘥鲍厶，益趟直[]厶也。圣上既为余立庙，何故不在祁州而在鄞

州?万望明察。”皇帝遂传谕鄞州庙管，令其停工，但此时酆盟早已完工，且

于庙前立太望旗盘。监修乃用余款在祁州修建药王庙，其规制小于鄞州大

庙，但在庙前铸了两根对称的』!丞旗盘。【钏

这则故事以“铁旗之误”解释了药市中心从郭州到祁州的历史变迁。清代中期

以前，祁州尚未发展为华北大区的药材“中心市场”。此时的郭州则处于商业中心的

角色。即便此后祁州渐兴并取代郭州，成为华北最大的药材集散地，鄣州与祁州的

商业竞争关系依然存在(参见上文)。地方社会也流传着诸如“先有郭州，后有祁

州”、“郭州庙大．祁州货齐”[鹕】的说法。该则故事中称郭州乃为祁州庙之误建而成，

祁州药王庙才是皇帝敕令建造以祀邳彤的，试图为祁州庙小的事实寻找某种合理

的解释。更以“大单旗杆”与“小双旗杆”作为两庙之间的标志性区别，将药王邳彤塑

造成祁州药市的监护神，相对于郭州的扁鹊崇拜。这则故事是对历时性上药市中心

迁移的回应．而在更多的口头传说中，地方社会中各种力量——以帮商为主体——

的共时性互动得到了较多诠释。以“凤凰歪嘴”和“箭射龙头”的传说为例：

(“凤凰歪嘴”)相传，药王庙前竖起两根铁旗杆后，山西、陕西的药商

在祁州药市的生意每况愈下。他们请来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将药商代表带

至一口井旁，日：“此井名为凤凰井，铁旗杆上那只凤凰就在此栖患。你看

它的头朝向正西，吃着你们山西、陕西的药帮。”帮商代表问风水先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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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日：“祁州药王福佑妇孺，尔等哄抬益母草的价格，致使百姓妇女患

病之时买不起药，这激怒了药王。”山、陕两帮遂在春庙中将益母草按三折

二赔一成出售，待返回时，途经凤凰井，见风水先生于那等候。风水先生

日：“众直盔德王医。蕴王挂差巍凋堡此塞。”毕，取银针一根，在井中轻拨，

便见凤凰的嘴稍歪，不再正对西方。又反复叮嘱道：“药德歪蕴．苴量丞

量!”待众帮商药王庙时，果见旗杆上的金凤凰不再朝向正西方。【例

(“箭射龙头”)药王庙的铁旗杆竖起后，南方便连年大旱，野生药材多

枯萎。南方药商在祁州的生意惨淡。便向风水先生请教。风水先生叹道：

“北方药商集资竖起的西褪铁旗拄。盘镇直左荭直殖整主堑。旗盘上数龙

去，正牡直左。暖王直左盟盘。水为财，南面帮商的财路便受阻。”南方帮商

便求禳解之道，风水先生道：“丢卖金壬：童童丞教，盔德士民，萱遮压至”。

次年，由于南方帮商谨遵此信条戒律，药王便托梦于帮首，日：“直j匕生意

查监，堡廑凋趋王煎。”风水先生也得到药王梦授，拿出弓箭，将龙头射向

偏南。此后。南方药帮生意兴隆。脚】

两则故事中。药商间带有竞争性的商业关系得以彰显，旗杆成为其经济收益的

风水关涉，龙头及凤嘴的朝向对经济收益带有极强的象征功用。药王作为祁州药市

的监护神祗，维持着秩序与平衡。他通过托梦等形式，教诲帮商们“买卖公平，童叟

无欺，布德于民，精诚所至”等经商信条，并给予忤逆者一定的惩罚，于传说的层面

执行安客堂之权力。旗杆不再是现实语境中药商显示经济实力的工具，而作为药王

“显圣”的风向标。

该类型故事较上述I、Ⅱ、Ⅲ型而言，更好地结合了安国地方社会的商业特征。

实际上．“药王”的称号即是在药帮间竞争与合作中产生的。从刘墉为提高山东帮声

望题匾“药王庙”到药王邳彤成为地方社会共享的符号资源，外部市场和内部市场

的交往实践结构着地方社会的话语系统。反之亦然。两种市场内部亦存在着竞争及

合作，各种力量经协商后采用一种“观念的综摄主义”(ideolo西cal syncretism)容纳

并制造合法性，这种合法性试图在信仰或实践的层面积淀此前的结构关系，并创造

历史——复写邳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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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对药王邳彤传说的多重复写构成了累积性的叙事话语，话语背后是

民众、药商等多种异质性社会群体对共享符号资源的把持和诠释。诠释的维度具有

多种可能性。它们在传说的层面获得了相应的表达和言说，作为一种文本的纽带，

为异质性的主体间提供了必备的文化实践场域及所需的文化资源。

作为一种过程性(process)的研究，本节关注的是历时性／共时性维度中药王传

说的生成与衍变。从历时性上说，该传说的主角经历了从皮场王到药王邳彤的嬗

变，其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相异的表征。作为地方社会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内

化(intemalization)，邳彤在民间叙事中呈现出“圣者”与“鞋匠”等形象的伴生状态；

在共时性的维度，地方社会在接纳邳彤的“圣者”形象后，对它再度复写。地方社会

中异质性群体对药王多面向的言说构成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主要实践。在此过程中，

多种话语的糅合和对峙，对同一符号的多重叙事，是其基调。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异

质性主体问的互动。倾向于表征出一定的趋同性和认同，并非作为完全对立的两极

而存在，这也最终为传说、庙会及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基本的社会语境。

(本文为文化部民族民问文艺发展中心基金项目《中国节日志·安国药王庙会》

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JRZ200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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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并作为两种赋予宗教经验意义的结构化的方法而发生作用。不同的是，精英更倾向于发展出一套意识

形态化的宗教阐释系统．相应的。民众则更偏向于使用一种实用性的阐释策略。Roben We崎同时强调，这

并不意味着民众不具备使用意识形态化的阐释方案的能力或者说此种阐释方案要比实用性的阐释策咯

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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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刘铁梁：<庙会类型与民俗宗教的实践模式>，‘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44]此类故事如“中羊村的井水——邳彤识蒲公英”、“王不留行”、“药王摘匾”等，详见李振清：《药王

史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5年。

[45]该类型故事在冀中平原广为流布，并拥有相应的地方戏。这些传说有着“劫难一营救一报恩(建

庙)”的基本故事模式。详见尹虎彬：<河北民间后土信仰与口头叙事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3年。第90-105、142—146页。

[46]见(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第7—9页。

【47]调查者：罗丹、徐天基；信息提供人：h宪龙；访谈时间及地点：2010年4月27日，河北保定安国市南

关。

[48]调查者：罗丹、徐天基；信息提供人：张彦同；访谈时间及地点：2010年5月3日．河北保定安国市农

民街。

[49】调查者：罗丹、徐天基；信息提供人：冯岚；访谈时间及地点：20lO年4月15日，河北保定安国市文化

馆。

[50]调查者：罗丹、徐天基；信息提供人：冯海泉；访谈时间及地点：2010年5月8日，河北保定安国市南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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